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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复兴与人才培养：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考察

李得菲　阴崔雪

晚清以降，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不断输入，中国

传统学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种危机虽然导

致民族自信心逐步丧失，但也激起了国人对传统学

术自尊心的反弹。为使我国传统学术不致沦为西方

文化之附庸，有识之士提出要复兴国学，于世界学

术界争一立脚地[1]（P364）。有鉴于此，学界出现了不

同形式的学人群体，莫不以学术复兴为己任，开展

各类实践。如章太炎提出以国学救中华的思路；以

邓实、刘师培等为代表的“国粹派”主张研究国学，

保存国粹；梅光迪、吴宓等人领导的“学衡派”，以

《学衡》杂志为阵地，昌明国粹。众多学界学人在不

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回应了学术复兴热潮，并将其

提升至救亡图存的高度。

教育领域也一直在进行各种相关的探索与调

整，从全国范围内广设存古学堂，到于初、中级教育

阶段提倡读经，再到高等教育阶段创设国学专研机

构，这些教育实践都推动了近代复兴国学的进程。

尤其在高等教育阶段，诸多大学创设国学研究机

构，并以此为主要平台和基地进行国学研究及人才

培养，遂使国学蔚为“显学”之一。揆诸历史，近代中

国计有八所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机构，分别是北京大

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2年）、东南大学国学研

究院（1923年）、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1925年）、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

学研究所（1928年）、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

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年）和金陵大学中

国文化研究所（1930年）①。

目前，学界对大学国学研究机构的讨论多集中

于个案，及其中个别元素的探讨，如师资队伍、教学

体制、课程体系等，均未能充分揭示这些研究机构

创设的背景和目的。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这些大学

国学研究机构为研究对象，尝试从这些机构在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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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患刺激下成立的使命（对传统学术的复兴），及其

主要教育事业（人才培养）两个角度，对近代大学

国学研究机构作一整体性考察。

一、新旧交互：民族危机下近代大学国学
研究机构的创设契机

（一）整理国故运动：西学刺激下的回应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随着西学的深入传播，

中学与西学之争显得尤为激烈，逐渐演变成一场声

势浩大的文化论战。为抗击“西化”，有识之士开始

尝试在这种剧烈的中西交互中寻求传统文化的意

义，在此背景下，“整理国故”运动兴起。

1919年12月，胡适于《新青年》杂志发表《新思

潮的意义》，首次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他明确

指出要以“评判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2](P12)，

即利用对“旧有的学术思想的一种不满意，和对于

西方的精神文明的一种新觉悟”[2](P18)之态度，去做

“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2](P18)。继而，胡适又系统揭

橥了“整理国故”的方法，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

整理国故、再造文明[2](P12)，以阐明“整理国故”的宗

旨，使其成为一种理论主张。因胡适在新文化运动

中的推手地位，其关于传统学术的主张一经见诸纸

端，“整理国故”便成了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应者

如潮。缘是，“整理国故”作为一面学术旗帜被竖立

起来。

“整理国故”运动一开始，便得到了北大学者

的积极响应，他们的参与在推动“整理国故”思想

的传播与运动的扩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北大自

1917年后逐渐成为全国学术中心，文科实力在全国

首屈一指。该校文科学者多为章太炎弟子，或是深

受章氏学术影响者，他们之所以对此运动这般热

情，是因为“国故”一词为章太炎所创，该词尚未广

为流传之时，已为章门弟子所用。就胡适本人而言，

也深受章太炎著作的影响。当初归国回北大时，他

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哲学史大纲》，其中很多观

点及取材，均来自章太炎的《国故论衡》[3]。胡适在

《新思潮的意义》中强调的“重新估定各种学说的

价值”，与章氏著作中的“理性思辨”精神，亦有异

曲同工之妙。因此渊源，北大学人对胡适“整理国

故”的思想不仅积极呼应，而且付诸实践。在他们

的倡议下，加之蔡元培的全力支持，国学门于1922

年正式成立，成为近代首个实践“整理国故”理念

和培养国学专业人才的研究机构。

在北大国学门的示范下，各地掀起了创设国学

研究机构、团体的高潮，尤以依托著名大学的国学

研究机构最为典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制

定国学院计划书，延请陈中凡、顾实、陈去病、吴梅

等学者，拟于1924年成立国学研究院。1925年，清

华国学院成立，吴宓任研究院主任，邀请王国维、

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导师，进行国学专业人才

培养。1926年，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学术班

底均来自北大，“大有北大南移之势”。随后，傅斯

年、顾颉刚等人于1928年成立中大语史所，汇集国

学名家，开展语言及历史学研究与教育。自30年代开

始，以燕京大学为代表的教会大学包括齐鲁大学、

金陵大学，获得哈佛燕京学社资助，相继设立国学

专研机构，推进中国文化研究，培养国学人才。这种

大学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的现象，成为当时学界流行

的学术风气。依托高校成立的国学研究机构，突破

了以往国学研究囿于民间的局限，推动国学逐渐归

于大方之家成为精深之学，促进了近代国学研究与

教育走向体制化和组织化。

（二）学界对研究机构创设的呼吁与自觉

五四运动时期，知识分子阶层深感只是获得

学位与谋求稳定饭碗，并不能满足自身作为学者的

追求，设置专业研究机构由此成为学者们的共同诉

求。翻检20世纪20年代学界言论，对专门研究机构

的设立确有日益重视之趋向，许多学者都发出了设

立学术研究机构的倡议。1922年3月30日，朱光潜在

上海《时事新报》上发表《怎样改造学术界》一文，

针砭彼时知识界“学殖荒落”之情形，提出“希望将

来各大学都应设有研究院”的意见[4]。朱氏认为若

想提高中国的学术水准，必须靠社会公众的群体力

量，筹措学术事业之补助经费，以支持学者的研究

工作。翌年，洪式闾发表《东方学术之将来》于《晨

报五周年纪念增刊》，强烈呼吁知识界应以“设立

专门学术机构”为当务之急[5](P19)。洪式闾认为，欧

美学术之高度发达，与专门研究机构的广设有密

切联系；若中国学者有跻身世界学术之林的雄心，

即应“从组织专门研究所入手”，使研究所成为“造

成专门人才之地”[5](P19)；至于研究所组织办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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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国之成制，可资参酌”[5](P19)。同年，东南大

学《史地学报》刊登了一篇署名“叔谅”的文章——

《中国之史学运动与地学运动》。该文针对中国学

界之乱象详加检讨，认为欧洲史学、地学之所以兴

盛，莫不与“学会”之学者团体的设立关系密切[6]。

由此可见，彼时学界有心人士对设立专门研究机构

的呼声之高。

此外，一些有识之士还把对学术专研机构的

倡导付诸行动，尝试建立专门研究院所推进学术

研究事业。1916年，丁文江、翁文灏等人在北京筹划

并开办地质调查所，仿外国研究机构创办机关刊物

《中国古生物志》，并有计划地吸收地理专业的毕

业生，培养学生从事实地调研工作。地质研究所历

经十多年的经营，成为了中国地质学及史学、考古学

重镇，硕果累累，为中国近代地质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7]。地质调查所的设立与兴盛，充分显示出专业

机构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是近代科学研

究机构的典范。

以地质调查所为代表的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立，

为学界带来了深刻启示，国故研究者自然也在其列。

自近代以来，可供国学研究的材料陆续出土，学者

可参考材料之范畴，大为扩张，众多学者认为要集

群体力量，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组织化成为学

界共同诉求。梁启超曾于1920年指出：“凡一学术之

发达，必须为公开的且趣味的研究，又必须其研究

资料比较的丰富……此其事非赖有种种公共研究机

关——若学校若学会若报馆者，则不足以收互助之

效，而光大其业也。”[8]沈兼士亦曾提到，对中国传统

文化历史要进行系统研究，非以专门研究机构不可。

面对大量国学研究所需的人力、财力，非个人所能承

担，须“均非有负责之机关，充分之经费，相当之人

材，长久之时日，莫能举办……”[1](P362-364)。可见，学

人普遍认为，在研究材料不断被发现的近代，以个

人力量进行资料搜集、整理与研究，长久来说难以

为继，只有设立专门学术机构，依群体力量方可推

进之。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大学创设国学研

究机构，即为顺应时势之举。

二、国学研究机构的发展与人才培养目标
的嬗变

1922年北大国学门的创立，标志着近代大学国

学研究与人才培养机构创设的开始。接踵而至的东

大国学院、清华国学院、厦大国学院、中大语史所

等，均是传统学术复兴思潮下的清波余澜。这八所

研究机构的创立和发展，一方面体现了学人传承传

统文化，实现学术复兴的文化情结，另一方面也是

国人对民族救亡及民族身份确认的一种努力。

（一）北大肇始，依托传统学术的初步尝试

1922年北大国学门成立，组成由蔡元培任委员

长，顾孟余、李大钊、胡适等8人任委员的第一届委

员会作为领导机构，日常工作由沈兼士主持。国学

门的组织架构是“三室五会”，分别是登录室、研究

室、编辑室和歌谣研究会、明清史料整理会、考古

学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研究科目依五学会

学术活动领域，确立为文字学、文学、史学、哲学和

考古学。彼时，国学门基本依照各学会研究项目展

开活动。为培养后续力量，国学门亦尝试招收研究

生。它以学术研究能力为标准进行招生，要求“凡本

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未毕业生及

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者，皆可随时到本

学门登录室报名，填写研究项目，有著作者并呈送

著作，一并由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其审查结果合格

者，得领研究证，到所研究”[9]。另外，蔡元培效仿美

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做法①，国学门内不设置课

程，无课程时间、教学地点等限制，只以学术研究项

目为基础开展各项活动和人才培养。其研究生作为

一种科研力量，通过研究项目备案、联系指导教师、

发放奖学金和成果认定等环节，纳入整个机构的

运作体制。但关于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国学门并无

具体明文规定。就各学会所开展的具体活动及研究

生专研方向来看，基本以传统的高典文册为研究对

象，研究方法多从文献整理和史实考证两个角度进

行。可见，国学门此时的研究生培养仍以承接中国

传统学术为目标。

①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人才培养的方式:没有课程表，没有上课时间，只有一些天才又有学问的第一流人才在那儿独立思

想、自由研究、自由论辩，把他们的全副精神用在纯学术的思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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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国学门高举“整理国故”的大旗，借五四

新文化运动之声威，迅速在学术界崛起，引得国内

高校纷纷起而效之。1923年4月，东南大学国文系决

议设立国学院，顾实以“小学、经学、史学、诸子、佛

典、诗文”六类界定国学研究范围，制定系统整理

国学计划书，以承继中国传统学术思想脉络、培养

接续传统学术衣钵者为宗旨，推进国学教育[10](P4)。

1925年2月，清华国学院在吴宓的筹备下正式成立。

吴宓指出研究院系“专为研究高深学术之机关”，

以为“中国养成通才硕学”为目标，其师资聘定也以

“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为取向[11]（373-374）。吴

宓之所以提出以造就“通人”之学为研究生培育目

标，是基于中国古代教育以道德修养和精神境界提

升为目标的传统。1925年底，厦门大学也开始筹建

国学研究院。次年，厦大在北大学人的加盟下，仿北

大国学门之建制，制定厦大国学研究院章程和办事

细则，设立考古学会和风俗调查会，以“保存文化”

为宗旨，培养从事国学精深研究的人才。

这一时期的高校国学研究机构大都以北大国学

门为范本，组织架构及研究体系上初具规模。研究

领域以考古、语言、历史及民俗为主，师资队伍成员

基本出自北大国学门，治学风格和人才培养取向亦

奉国学门为圭臬。但北大国学门是近代中国第一个

以国学为专研领域的研究机构，其对于如何规划该

机构、怎样以此为平台“科学”整理国故仍缺乏经

验，在运行体制及人才培养方面亦有中国传统教育

的深刻烙印。北大国学门后来因政局动荡研究经费

长期缺乏等问题，于1927年底被迫中断。其他高校国

学研究机构因追步国学门，许多共性问题亦难以避

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因此这些机构均

未维持太久便逐渐消沉。

（二）做科学的国学研究，培养专业学术人才

随着西学对国学影响程度的加深，仅以承继传

统学术为人才培养标准的做法，在以西学“分科治

学”理念为基础的“专门之学”体系面前显得格格不

入。面对这种矛盾，学人对研究机构的学术研究及教

育理念均作出了相应调整，纷纷以“科学”为准绳推

动机构运作及人才培养，尽可能融入世界学术体系。

1928年1月，傅斯年、顾颉刚等人于中山大学成

立语史所，设立民俗、考古、语言及历史学会，明确提

出要用“科学方法”进行人才培养。同年，燕京大学

在哈佛燕京学社的支持下，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所，延

聘陈垣、吴雷川、容庚、顾颉刚等著名学者任教，并

结合西方学科“选修制”进行课程设置，实施精深的

国学教育，极大推动了教会大学研究中国文化的组

织化进程。在燕京大学的示范作用下，1930年，齐鲁

大学与金陵大学也争取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

各自组建国学研究机构。栾调甫任齐大国学所第一

任所长，增聘校内外众多学者，并以提高学生国学程

度为宗旨，引入自然科学科目及研究方法进行课程

规划，还发行多种学术刊物，以推动国学研究和教

育的开展。金大文研所自成立起，就立足中国史学，

以考古学、目录学为辅助，引入西方实证研究范式，

并参照国外东方学研究，在“科学”的中国文化研究

方法与体系的基础上开展专业人才培养。

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在课程设置、学术研

究、人才培养的科学性方面都做了诸多努力，尤以中

大语史所最为突出。语史所创立时，傅斯年就明确倡

导用科学方法研究近代历史学，如其在《史料论略》

中道：“我们在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

时候，已经归纳到下列几个结论：一、史的观念之进

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其伦理价值变作客观的史

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人文的手段变作

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三、史学的对象是

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

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

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

或那个主义”[12]。依此可见，傅氏的“科学治史”包

括研究理念、研究方法和史料分析的科学性等多方

面。语史所另一骨干成员顾颉刚亦强调用科学方法

研究国学：“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

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

材料”[13]。除科学治史的理念外，以傅斯年为代表的

语史所主事者根据研究领域不同，还强调学科划分，

主张多学科联合治史、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

材料，务使所员各尽所长、才堪专任。这种科学理念

的倡导与专业化分工的增强，在一定程度上都体现

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反之也加快了近代史学专业化

与科学化进程的步伐。这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整理国

故研究者专注文献典籍的治史方法大有不同，在某

种程度上来说是近代国学学术研究的深化与拓展。

除中山大学外，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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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教会大学的代表，于中国文化研究领域也作

出了一定贡献。他们以“研究中华国学，沟通中西文

化”为宗旨，采撷中西学术研究之专长，贯彻并实施

西学“分科治学”的理念，聘请中外知名学者，开展

学术研究，同时借鉴西方教学体制中的积极因素，

进行专业人才培养。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国学研

究机构“科学”色彩极为浓厚。如学科设置仿制西

学，专门化程度提高；教学体制援引西方的“学分

制”与“选修制”；研究过程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的

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教学实践中引入实地考察与

田野调查；组织研究院所内部师生参加中外学术会

议，注重与国际学术体系接轨等，这些都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传统国学与西方科学的接壤，提升了国

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科学性。

（三）因应时势，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

转型

抗日战争的爆发，打破了学术界的原有节奏，

国学研究机构因此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很多机构

因内外多种因素所致，未能存续下来。而延续下来

的国学研究机构也因战火缘故，学术研究及人才

培养取向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谓“艰难地在变中

前行”。战火蔓延之下，诸多高校纷纷内迁，燕京大

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内迁至成都。为保

存国学研究的薪火，燕大国学所、齐大国学所和金

大文研所，因应抗战形势，着力在学术研究上唤起

国人民族自尊心，人才培养亦循此社会需求。

齐大国学所迁至成都后，由顾颉刚出任所长。

顾氏到任后，对国学研究所进行了改造和谋划，一

改往日学术地域化的做法，强调结合战时形势开展

学术研究。他以编写一部鼓舞民族士气的中国通史

为全所中心任务，广邀各地学术名流来所就职，充

实学术力量。此外，他还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建立

文科研究所，以绵延中国文化学术命脉为目标招收

研究生，培养国学后备力量。尽管因人事和战争原

因，顾颉刚未能完全实现其学术抱负，但齐大国学

所在他的主持下，名师荟萃，国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水平均得到了大幅提升，一跃成为战时国学研究重

镇。燕大国学所师生在顾颉刚的带领下，着力于历

史地理学研究，尤其是边疆史地研究，旨在通过集

结学术力量从事地理研究，激发海内外同胞的爱国

热忱，以坚持其爱护国土之意向[14]。金大文研所迁

川后，人才培养既紧密结合战时需求，又保留其自

身特色，一边沿着原有历史与文学领域继续深耕，

一边因势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民俗学、边疆学及

民族关系等。此外，燕大国学所、齐大国学所、金

大文研所、华西协合大学文化研究所还联合创办了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为各机构师生学术研究成

果的发表提供平台。该刊所刊载的文章内容多偏重

中国西部之民族、疆域、文化研究，彼时战火纷飞，

推进民族和边疆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唤醒国人自尊

心和自信心。正因如此，抗战时期这些国学研究机

构培养了一大批日后致力于历史地理及边疆史地研

究的人才，如谭其骧、杨向奎、史念海等。

这一时期的国学研究机构，虽因战争受到很大

影响，但总体是向前发展的。战争造成交通不便，原

本以典籍书本为基础的研究和教育很难正常进行，

学人便从书斋探研转向田野调查，结合形势开拓新

的研究领域（尤以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研究最为典

型），为近代国学研究事业添砖加瓦。战争结束后，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在政府

主导下进行了组织架构上的调整，学术研究和人才

培养方向也随之发生变化，国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以

新的面貌开启新的征程。

三、国学研究机构人才培养模式及途径

上述国学研究机构虽存续时间不长，但在国学

研究及人才培养领域均取得了较大进展，他们所开

拓的研究方向、引用的研究方法、探研的主题等，

均结合了近代社会发展特征，以实现国学复兴为目

的。而这种学术复兴情结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更易清

晰地发见。诸所国学研究机构为培养人才，在招生

选生、师资集结、学科设置等方面都付出了诸多心

血，其所培养的人才最终也大都成为近代乃至现代

国学领域的栋梁。

（一）制定严格的招生与遴选规则

诸所国学研究机构的人才培养均属高层次人

才培养，唯本科学业完成者方可进入。此外，为培

养高质量人才，诸研究机构均明确以“有志于国学

研究者”为前提，对报名者采取不同的考核形式进

行审查，为后续人才培养奠定良好基础。

北大自1917年建立研究所以来，承袭蔡元培“学

学术复兴与人才培养：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考察教 育 史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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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自由”之风气，宣告凡有志于学术研究事业者，均

可进所研究。但国学门创建伊始，就明确强调要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因此沈兼士等人在“有志于国学研

究”的招录条件基础上，增加了对学生研究能力的考

核：“凡本校毕业生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者，尚

未毕业的学生及校外学者，曾作特别研究，已有成绩

者，皆可随时到本学门登录报名，填写研究项目，有

著作者并呈著作，一并由本学门委员会审查。审查结

果合格者，得领研究证到所研究。凡本校毕业生及

校外学者，不能到校所而由研究之志愿者，得通讯研

究，其报名及审查手续，均照上条办理”[15]。

作为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学术重镇，清华国学

院招生则更为严格，乃称典范。首先，其招生时间

固定。国学院规定：“本院于每年七月，考收合格学

生若干名，住院研究”[11](P377)。其次，学员报考资格

有详细分类：“（甲）国内外大学毕业生，或具有相

当之程度者。（乙）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

具有学识及经验者。（丙）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

等具有根砥者。附注：清华学习旧制“大一”级毕业

生，得学校推荐及专任教授许可者，得为本院特别学

员。”[11](P377)最后，在投考手续方面，大概分为两步：

“第一步报名，听凭审查资格，合格者由本院发给准

考证一纸。第二步持此证应考。考题分三部分：第一

部分，经史小学，注重普通学识，用问答题；第二部

分，做论文一篇；第三部分，专门科学，分经学、中国

史、小学、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外国语（英文，或德

文，或法文）、自然科学（物理，或化学，或生物学）、

普通语言学八门。考生于其中任择三门，作出答案，

即为完卷”[11](P377)。可见，清华国学院招生流程已经

相当完备。依其后续毕业生数据统计，在完成学业的

68人中，除11人出国深造外，其余50多人基本分散在

各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足见这种遴选标准之

严格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厦大以北大国学门为样

本，招生标准与国学门并无二致，要求选拔有志于国

学研究者，通过考核后入院学习和研究：“凡本大学

学生及本大学承认之各大学学生或有研究国学之志

愿者，经本院考验合格，得为本院研究生”[16]。但厦

大在招生流程上更完备，其《国学研究院研究生研

究规则》上就研究生报名资格、报名、审查、口试、录

取、交费、成绩、奖励等事项均做了明确规定[17]。

相较而言，教会大学因仿西方大学建制，体制

较为完善，人才培养之规章制度更是明晰。燕京大

学对研究所学生入学资格规定如下：对于所选习之

专门学科有充分之准备，能用中文（如为外国人可

用其本国文）作明确畅达之文章，并对于所研究学

科有密切关系之外国文有相当造诣，至少能阅读所

习学科之外国文原本书籍；曾在国立省立或立案的

私立大学与独立学院毕业；经公开考试，并审查其

在原毕业学校之功课成绩，均认为合格[18]（P729-730）。

该校还规定：“考试科目或内容，除少数指定内容

外，其余得按投考生在大学本科所修科目的性质，

斟酌决定。投考生的本科成绩，必须确属优良，且

所修科目的内容完备，经燕大有关所、部认为确有

研究的准备，方准应分部考试。”[18](P729-730）齐鲁大

学国学所以国文系为依托，教学工作基本围绕国文

系展开，招收研究生是在迁至成都后才开始的。其

面向全社会招生，拟定生源为各国立、省立及立案

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或国外大学的毕业生中有研

究历史之素养者，入学须经考试，入学后不需缴纳

学费、生活费等，有特殊情形的还可以经所务会议

讨论后豁免其它费用。对于学生可能出现的各种情

况，齐大国学所都有所考虑，并制定了相应对策。由

此可见，这些机构付出了许多心血，期待选拔出适

合并能做好国学研究的学子，加以培养。

（二）延聘中外优秀学者，组建阵容强大的师资

队伍

为更好地与“西学”接轨，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

构邀请了许多外籍教师加盟，以期逞“西学之便”。

北大国学门自建立起，就聘请俄国语言文学家钢

和泰（Baron Alexander Von Stael Holstein）、

伊凤阁（Aleksei Ivanovich Ivanov）任导师①，指

导学生进行学术研究。同时，还邀请了法国汉学家

伯希和（Paul Pelliot）和阿脑尔特（Therese P. 

Arnould），日本学者今西龙、泽村专太郎和田边

尚雄，德国学者卫礼贤（Dr. R.Wilhelm）及丹麦

博士吴克德（Dr. Wulff）等人任国学门通讯研究

①为网罗优秀的国内外学者，国学门设立了“导师”和“通讯研究员”的名目，给予居住在北京的外籍学者以“导师”的名称；给

予住在北京之外或国外学者以“通讯研究员”的名义。“导师”须负指导研究生写作论文之责；而“通讯研究员”则主要对国学门的发

展提出建议，担任类似顾问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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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为国学门教育和研究提供建议，促进机构发

展。厦大国学院曾聘请德国学者艾锷风（G.Ecke）

从事语言文学研究并兼职考古研究。他和同时任职

于厦大国学院的瑞士学者戴密微（P.Demieville）

共同对泉州开元寺东西塔故事和肖像进行研究，

撰写的著作《刺桐双塔：中国晚近佛教雕刻之研

究》（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A Study 

of Later Buddhist Sculpture in China)于1935

年由美国哈佛出版社出版，为国学院学生学术研

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

（S.M.Shirokoro）曾在厦大专职研究中国人种问

题，后进入中大语史所任职[20]。

在教会大学，外籍教师占据教师团队相当比

重，国学研究机构亦如此。燕大国学所聘请日籍学

人鸟居龙藏担任客座研究教授，带领学生从事考古

调研。齐大国学所聘请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为专任

研究员，从事甲骨文和上古史研究，并承担相应学

科教学。①金陵大学的外籍教师多以美国人为主，文

研所成立时聘请了时任金大历史系主任的美籍学

者贝德士（A.S.Bates）兼任研究员，他一边负责采

购西文书籍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学术资源，一边承担

“中国统一政治之形成”与“欧美学者研究中国学

术概观”两项课题的研究与教学，为文研所的国学

研究与教育贡献了力量。

这些国学研究机构不仅延聘了不少优秀外籍学

者，也汇聚了许多国内学有专长的学者，且这些学者

大都拥有留洋经历。北大国学门初创时的委员会成

员，除胡适是留美学生外，其余均是留学日本的太炎

门生，如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他们具有相同

的留学背景，共同形成关系紧密的学术团队，推动国

学门这一学术场域的建设。后因人事变动，国学门

又增聘了一部分国学门委员，他们也都是曾负笈海

外，继而归国的留学生，如留学德美的林语堂与江绍

原，留学法国的徐旭生、刘复等。清华国学院的成立

很大程度上也是具有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分子的功

劳，无论是最早向曹云祥校长提出仿北大国学门建

制成立国学研究机构的胡适，还是国学院的直接策

划和筹办者吴宓，乃至后来任教的导师陈寅恪、赵

元任和李济等，都有负箧游学美国的经历。厦大国

学院骨干基本来自北大，续任主任张星烺也曾留学

美、德。燕大国学所中，许地山曾留学美、英，谢婉莹

留学美国，后加入的刘廷芳、黄子通、马鉴等人也都

毕业于异域。齐大国学所中，周幹庭、胡立初、李云

林曾留学日本，慈丙如、胡道远、杨勉斋毕业于美国，

李涌泉、吴金鼎、徐庆誉在英国取得学位，舒舍予曾

任教于英国。金大文研所更是世界名校留学生的聚

集地，有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取得学位的吴景超、雷

海宗，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的李小缘，还有

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刘继宣，巴黎大学归来的徐

益棠等[21]。在诸国学研究机构任职的学者，即使未曾

留洋海外，也多是国内新式学堂的毕业者，如北大的

顾颉刚、容庚、容肇祖、董作宾等。他们不仅具有传统

“中学”的深厚根底，同时也是新式“西学”的学成

者。由此可见，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师资队伍十分

多样化，“中西合璧”色彩极为突出。

这些研究机构十分注重师资建设，创立伊始便

对教师延聘提出了高要求，并以此为标准礼聘名师，

也正因如此，才有了这些研究机构学术研究和人才

培养上的辉煌成绩。北大国学门开办的五年间，网罗

了国内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蔡元培、沈兼士、李

大钊、马裕藻、钱玄同等。在这些学者孜孜不倦的努

力下，国学门在歌谣、民俗、考古等研究领域成果斐

然，引领了近代国学研究的新风气。清华国学院在吴

宓的筹备下，先后邀请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

任就任国学院导师，后又增聘李济任“特别讲师”，

最终形成了“五星聚奎”的学术梯队。大师云集的清

华国学院，不仅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培养的研究

生亦星散于国学研究诸领域，为我国传统学术复兴

做出了重大贡献。厦大国学院的师资队伍几乎是北

大国学门的延续，师资阵容之强自不待言。燕大国学

所聚燕大国文、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教授于一处，

如陈垣、吴雷川、容庚、顾颉刚、黄子通等，集中力量

推行国学研究和教育，并开始培养国学研究生。齐大

国学所建所伊始，师资总体水平不高，与同是教会大

学的燕京存在很大差距。但至抗战时顾颉刚主持所

务开始，情况有了很大改观。经顾颉刚精心擘画，齐

大国学所在战时延揽了南北诸多知名学者，包括吕

思勉、钱穆、汤吉禾、胡厚宣等，其中不仅有钱穆、顾

①私立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四年报告[J].山东省档案馆藏,J109-03-0003-0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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颉刚等一流学者，还有童书业、丁山等刚在学界崭露

头角的学术新秀，其师资层次多元且鲜明。

（三）设置新旧杂陈、中西结合的学科体系

国学研究机构为更加科学、有效地培养人才，

极其重视学科规划。纵览诸研究机构学科体系之特

点，概而论之堪称新旧杂陈、中西结合。

1922年12月，北大学校评议会第三次会议公布

《研究所组织大纲》，提出设国学门，继而又在《研

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中进一步规定国学门学科

分设为：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五类[22]。

《国学季刊》编辑略例中又做了进一步申明：“本刊

虽以国学为范围，但与国学相关之各种科学，如东

方古语言学、比较语言学、印度宗教及哲学，亦予以

相当之地位。”[23]可见国学门初创时，对研究范畴设

定相当宽泛，不仅包括中国传统学术，对“西学”也

预留了一定空间。随后，诸多国学研究机构虽在建

制上借鉴北大国学门，但在具体学科设置和研究取

向上亦有一定差异。如顾实在《国立东南大学国学

院整理国学计划书》对学科范畴规定如下：“括举

纲领，藉便来者，之‘国学’者，有此六类:小学类、

经学类、史学类、诸子类、佛典类和诗文类。”[10](P4)

清华国学院参考北大国学门学科体例，于开办之第

一年（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

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24]。

随着西方学科分化与知识转型观念的深入传

播，国学研究机构的学科设置愈发强调中西结合，

厦大国学院即是一则明例。据《厦门大学国学研究

院组织大纲》记载，国学院设立主旨为“研究中国固

有文化”，研究目标不仅包括“从书本上搜求古今书

籍或国外佚书秘籍及金石骨甲木简文字为考证之资

料”[25](P8)，还要求“从实际上采集中国历史或有史以

前之器物或图绘影拓之本及属于自然科学之种种实

物为整理之资料”，且后者地位高于前者[25](P8）。其

于学科体制上分设14个小组：即历史古物组、博物组

（指动植矿物）、社会调查组（礼俗、方言等）、医药

组、天算组、地学组（地文、地质）、美术组（建筑、

雕刻、磁陶漆器、音乐、图绘、塑像、绣织、书法）、哲

学组、文学组、经济组、法政组、教育组、神教组、闽

南文化研究组[25](P8)。审视厦大国学院的学科设置，

其学科范围不仅包括人文学科，“地学、医药”等理

科也被纳入其中，大有凡国人所从事研究之学问均为

“国学”之意味，极大地扩充了国学的研究范围。尽

管最终厦大国学院之学科体系设计随国学院的解体

而流产，但这种学科组合的设计，已在一定程度上突

破了原有传统知识体系，其引入西方自然科学知识

和方法，大有“以西为用”的意蕴。相较厦大，中大语

史所在这方面更有甚之，傅斯年明确提出欲将历史

学建设得“与自然科学同列”，主张用西方科学方法

研究中国传统学问，即在历史研究中采用自然科学中

“实验科学”的研究模式，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提

出假设，搜集资料进行归纳分析，最终得出结论[26]。

除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外，傅氏还强调多学科联

合，学科互补，共同研究历史学问题。他在学科配置

上尤其注重与西学的对接：“最初设想, 两年内设

立九组。历史五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

及民物、比较艺术。语言四组:汉语、西南语、中亚西

亚语、语言学。”[27]这种方法与今日所倡导之跨学科

理念，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傅斯年在学术研究“科

学性”方面的先瞻眼光。

以燕大、齐大为代表的教会大学，在国学领域的

学科设置上更是将“中西交融”体现得淋漓尽致。以

齐大国学所1933～1935年的学科设置为例：这一阶段

国学所开设课程有经学概论、文学改良、但丁研究、

世界文学名著、文学批评、杜威教育学说、逻辑、普

通心理、进化的人生论、美学、知识方法论、国学大

纲、金石研究、现代文化、汉魏六朝史、社会思想史、

社会统计学、农村经济、尚书、说文、日本史、中国沿

革地理、近世中欧交通史、中国史学通论、地理要

素、印度史等。①可见，齐大国学所的学科不仅有西方

分科范围划分的细致，又包含中学涉猎范围的广泛。

金大文研所的学科设置亦是如此，其包括历史学、考

古学、目录学、文法学、东方学、艺术学等。该所特别

强调要立足中国史学，以考古学、目录学为辅助，注

重实证研究，参照国外东方学研究，结合中国传统研

究方式，创立出一套科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方法与体

系[28]。据上述所见，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对“西学”

的援引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人文学科知识体系，还

包括社会科学、理科等，中西交融色彩极其浓厚。

①私立齐鲁大学.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五年报告[J].山东省档案馆藏,J109-03-0003-0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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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学术社团并发行期刊，提供学术交流

平台

学术社团的创设及学术期刊的创办意味着一

个个相对广泛的学术交流网络开始形成，这一方面

有助于强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促发相对统一的

专业话语、理论、概念等规范的确立，另一方面这

种学术共同体内部的交流，有助于学者学术声誉和

地位逐步得到认可。有鉴于此，学人积极促进国学

机构内部各类学术社团的创设，以及学术刊物的创

办、出版，旨在宣扬研究机构的国学研究成果，同

时为青年学人提供施展才华的园地。

各研究院所依据不同的研究科目及范围设立了

各类学会，以推动国学研究分科进行。北大国学门同

人在学术交往中，逐渐迸发出研究的火花，最终促成

了五个研究学会的创立。最早的歌谣研究会成立于

1920年，比国学门创办时间还早，被认为是当时中国

推动歌谣事业的唯一工作中心[29]。继歌谣研究会后，

国学门又陆续成立了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明清

史料整理会和考古学会，这些学术社团会定期组织

学术活动，或邀请校内外学者演讲，或组织学术会

议，为师生学术交流创造了条件，推动了国学学术研

究的发展。清华国学院学术自由风气盛行，学生们自

发创设了以“实事求是整理国故”为宗旨的实学社，

还以《实学》月刊为平台，发表国学院师生研究成

果。厦大国学院仿步北大，遵循北大特色，设立考古

学会与风俗调查会。考古学会依研究主题，由研究院

老师带领学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实地考察与古器物

探测。风俗调查会主要调查各处民情、生活、习惯，

与考古学会相互辅助，齐头并进。中大语史所以语

言、历史、考古、民俗四学会的学术研究及成果出版

为主要工作，四学会相互配合，为语史所同人的学术

研究提供了相当广阔的研究场域[30]。燕京大学国学

所为保证国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事业的实施，成立历

史学会、国文学会、禹贡学会、考古学社等专业学会，

聚集了不少有志于不同国学领域的学人形成学术队

伍，共同进行学术研究。齐大国学所、金大文研所也

都相继成立了以国学研究学会为代表的社团。这些

学会通过组织各类学术活动（如学术研讨、公开讲

演等），为学人提供学术交流与讨论的空间，助益师

生开拓研究视野、加强学术合作等。

国学研究机构不仅重视学术研究，亦重视研

究成果的发表。学问之道，以切磋而得益，若秘不

示人，则短长无由得知。北大国学门学术期刊的创

办与发行堪称国学研究刊物之先锋。从最早创刊于

1922年的《歌谣》周刊，到北大四季刊之一的《国学

季刊》，均是国学门师生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这

些学术刊物上刊载的论文均是诸导师研究的最新

成果，是国学门几年来工作成绩的具体体现，不仅

显示了该学术机构的研究取向和发展路向，在一定

程度上也是当时学术界研究趋向的体现。

以北大国学门为范例，后续成立的国学研究机

构也都创办了学术期刊，用以发表研究成果，促进

学术交流。清华国学院由师生共同合作，创办了《实

学》杂志，以发表师生的研究成果，增强学术自信。

厦大国学院创办了《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刊

发同人考古学及社会调查领域的成果，这些研究成

果均代表了当时前沿的国学新知，在引领国学研究

新风气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大语史所是近代国学

研究机构发展进程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机构，它的成

立及研究取向在一定程度上都标志着国学研究走

向“科学化”。中大语史所存续时间较长，随着20世

纪30年代大学研究机构的转型，其后与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合并。语史所以傅斯年、顾颉刚等人

为主干，发行有《语史所周刊》和《民俗周刊》，还出

版了《民俗学丛书》39册、《史料丛刊》5种等。这些

刊物在宣传语史所同仁的学术观点、科学的研究方

法、新材料的运用及整理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充

分显示了研究所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和创作力。

燕京大学组织学人创办了《燕京学报》《史学年

报》《大公报·史地周刊》《文学年报》《禹贡半月

刊》等刊物，以发表中国学术研究成果。齐大国学

所驻蓉期间，顾颉刚为给研究人员提供发表研究成

果的机会，创办了《责善半月刊》《齐大国学季刊》和

《齐鲁学报》三份学术刊物。1941年，应哈佛燕京学

社要求，华西协合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停办各

自的学术刊物，改为合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2

年燕京大学也加入此列，这个由四校合办的刊物成为

战时国学研究成果发表的重要学术园地。

这些刊物的发行，对于学术观念的传播、学术

讨论的进行、学者共识的凝聚，乃至学术运动的兴

起，都发挥了独特作用，使分散在全国甚至是世界

各地关注中国国学的学人，能够就不同领域的不同

学术复兴与人才培养：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考察教 育 史 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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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行讨论乃至辩论，大大推动与拓展了相关研

究领域的发展速度与研究深度。

四、弦歌不辍：国学研究机构人才星散
学界

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以学术复兴为宗旨，依

托严格的招生体系、强大的师资阵容、合理的学科设

置、众多的学术社团和学术期刊筑就的学术场域，

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见表1）。毕业于

国学研究机构的学生，大都进入教育系统担任不同

层次、不同领域的教师，担负起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的重任。这种学术传递，可谓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观察各研究机构招生名单可以发现，各国学研究

机构招收学生总数不多，且差异较大，这大抵与其存

续时间及人才培养方式相关。如厦大国学院仅存续半

年时间，所招收的学生及培养成效，相较北大国学门、

清华国学院等机构，略有逊色。燕大国学所、齐大国学

所和金大文研所，遭遇抗战打破其运作节奏，人才培

养事业不稳定，也是其招生数量较少的原因之一。

但就学生毕业去向而言，诸国学研究机构的人才

培养成效，却大为可观。细致审视这些名录发现，其

中不乏迄今仍闻名学界的学者，如毕业于北大国学门

的历史学家郑天挺、甲骨文专家董作宾、古文字学家

商承祚等，曾求学于清华国学院的历史学家与文献学

家谢国桢、语言学家王力、目录学家姚名达等，毕业

于金大文研所的文史学家程千帆、语言学家徐复、文

学家沈祖棻等。可见，国学研究机构所培养的学生中

不少人仍从事国学研究。据不完全统计，毕业于国学

研究机构的学生大多去往学校担任教师，如来自东

南大学的赵万里、浦江清毕业后进入清华国学院担

任助教，毕业于燕大国学所的谭其骧任教辅仁大学、

张维华就职齐大国学所等。可以说，国学研究机构学

生毕业去向基本与教育及学术研究领域相关，他们承

担了传承传统文化、接力人才培养的重任，正是这种

循环往复，使得国学学术薪火生生不息。

综上所述，20世纪20～40年代，为复兴国学，抗

衡西学冲击，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应运而生。这些

国学研究机构以学术复兴为己任，开展国学研究及

人才培养。就其最终成效来看，这些机构所开展的学

术研究事业，拓宽了近代国学研究范畴，传统以“四

书五经”为内容的知识分类已无法抵挡近代西方“分

科治学”知识体系的猛烈冲击，因而以“提升自身道

德修养、权威人格”为取向的人才培养目标也不得不

因时、因势而变。此外，研究机构学人还引介了西方

科学研究方法并与传统学术研究方法相结合，更新

了国学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学研究发

展和学术复兴进程。就人才培养而言，国学研究机构

表1　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构招生情况一览

国学研究机构 存续时间 招收学生举要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 1922～1927年
罗庸 张煦 郑天挺 段颐 曾载帱 高荣魁 王道昌 冯淑兰 容庚 杨定宇
商承祚 周怡然 董作宾 陆侃如 孙少仙 郑孝观 黄继文 丁山 魏建功
吕大桓 孔繁熙 吴世拱等

东南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3～1924年
余秉春 王继昌 王曾稼 李万育 严洪江 张世禄 赵万里 尤庭坚 
陆志光 浦江清 朱锦江 曹继韫 张履芬 钱贞元 王镜第 王汉等

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 1925～1929年
刘盼遂 吴其昌 余中舒 余永梁 杨鸿烈 王庸 刘纪泽 周传儒 杨筠如 
孔德 姚名达 谢星朗 谢国桢 陆侃如 戴家祥 吴金鼎 王力 罗根泽
蓝文徵 王静如等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6～1927年
郑江涛 高兴僔 陈佩真 黄觉民 魏应麒 伍远资 孙家壁 陈家瑞
汪剑余 蒋锡昌 黄天爵 陈祖宾 蒋连城等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 1927～1931年
黎光明 何定生 李建青 何时雨 黄昌祚 张乾昌 张兆瑾 陈槃 李荫光
 刘培之 林离 赵简子等

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1928～1952年
蒙思明 关斌之 谭其骧 张维华 郑德坤 朱士嘉 邓嗣禹 李晋华
王育伊 候仁之 王振铎 李延增 吴维亚 杨毓鑫等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1930～1952年
孙琪华 孙惠兰 李为衡 张蓉初 魏洪桢 魏明经 孔玉芳 熊嘉麟
朱炳光 黄季高 蓝为霖等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30～1952年 徐复 游寿 程千帆 孙望 沈祖棻 殷孟伦 曾昭鹬等

资料来源：根据近代各大学国学研究机构招收学生名录、毕业生名录等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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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的学生接受了专业的系统训练，基础厚实，大都

成长为较成熟的研究者。他们从自身学习经历出发，

继续在教育及学术领域从事国学研究及人才培养，

为近代国学研究及教育事业做出了独特贡献。因此，

从学术复兴和人才培养角度对近代大学国学研究机

构作进一步考察，对今日大学教育中如何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及进行人才培养，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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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ic Revival and Talent Training: A Study of 
Sinology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Modern Universities

  LI De-fei  YIN Cui-xue

Abstract: Modern universities set up Sinology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th the goal of achieving academic revival 
and talent training. They have established a strong faculty team through strict enrollment and selection rules, hired 
Chinese and foreign outstanding scholars, set up a discipline system combining old and new with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organized academic associations and issued journals to provide an academic exchange platform.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scholars have been trained in these institutions. After graduation, these scholars are still engaged 
in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and have made unique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studies 
and personnel trai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revival and talent training,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the 
context of Sinology research institutions will be helpful for further understand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odern university 
Sinology research institutions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inheri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cultural inheritors .

 Key Words: academic revival; talent training; modern universities; Sinology research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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